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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光影戏”的变迁与超越
——— “国片复兴”运动与中国电影公共领域的萌芽和发展
刘 君
摘 要:文章描绘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民族电影向公共领域的萌芽与成长图景。尽管电影技术
是以商业营利和娱乐大众的面孔自西方引入中国，但 20世纪 20年代的民族电影业发展，包括早期一批宣
扬封建道德观念的影片的“爆红”，让国民政府与社会人士都看到了电影远胜于其他载体的传播功能。这
成为社会各方面力量逐步介入电影，并对电影实施渗透、参与和控制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罗明佑的从
影实践以及“国片复兴”运动将电影剥离强势的商业话语势力和根深蒂固的封建教化传统，建构其作为社
会公共领域的萌芽形态。由此，中国电影逐渐跨越商业资本话语，不断地介入公共事务，持续地制造公共
舆论，孕育出它作为公共领域的特征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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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技术引入中国的序幕穿插于茶楼、戏园的游艺杂耍节目中，以西洋 “电光影戏”的招牌吸引
着国人眼球。历经短暂的、作为大众娱乐与赚钱营利手段的外国电影商家放映阶段后，电影凭借其耳
目一新的娱乐形式和光影 (后期为声影)并茂的传播特征，迅速在社会上走红，成为拥有巨大传播影
响的大众传媒。20 世纪 20 年代的电影发展，让国民政府与社会人士都看到了电影远胜于报纸的传播功
能，这为社会各方面力量逐步渗透、并试图利用和操控电影传播埋下伏笔。一方面，有责任的民族电
影工作者开始重视通过电影这种大众传媒来实现公众教育与社会启蒙。而电影作为影响力巨大的媒介
载体的认识与推广，推动了将电影传播构建成为社会公共空间的实践。另一方面，伴随着电影媒介被
政府和各种社会力量所逐渐认识，政治权力、国家话语、商业资本、意识形态等多元势力持续性地对
电影进行了渗透、参与和控制。在这一过程中，民族救亡的历史语境加剧了电影媒介与中国社会的结
合，中国电影则以其复杂多样的发展形态折射出中国近代社会变迁历史及文化变革的样貌。
本文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电影的社会存在、媒介身份和传播功能的变化，将如何影响电影媒介
的地位和发展?本文着眼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电影 (1905—1937)的发展演进，回顾资本话语在
中国电影成长中必不可少但又消极扩张的矛盾身份。其次，立足于民族电影的阶段性大发展，探求彼
时的电影话语，特别是罗明佑的从影实践和 “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1］的口号，
怎样合乎逻辑地带动并反映电影观念与功能的变迁，进而推动社会认知的变革;这种变革又是如何将
电影剥离强势的商业话语势力和根深蒂固的封建教化传统，建构其作为社会公共领域的萌芽形态。值
得一提的是，电影学者在阐释与讨论这一阶段的发展时，往往集中于左翼进步电影团体 (在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和 “左翼电影运动”带来的革新 ，［2］未能细查这期间电影作为公共领域［3］的角色变迁和功
能转型，更没有对电影作为社会公共领域的建构以及它对民族电影发展的作用作出必要的研究。本文
第三节则阐释中国电影公共领域的萌芽及快速成长阶段具备的特征与功能。
DOI:10.13628/j.cnki.zjcmxb.2015.03.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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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电影的引入:大众娱乐的扩散和商业利润的追逐
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代表性符号，电影在诞生半年之后便进入了中国大地 。［4］最初把电影带入中国
的外国电影商家，凭借其作为一种新奇的大众娱乐手段，向古老的东方民族展示光怪陆离的特技影片
和哗众取宠的侦探滑稽短片，吸引着华夏国民惊讶的眼光和啧啧称奇的赞叹，并 “以其带来的崭新娱
乐形式受到广大中国观众欢迎而扎根沃土，确立了自己的市场位置”［5］。此后，商业嗅觉灵敏的欧美各
国电影商人携带电影到中国放映，并开设影戏院，建立放映网，拍摄电影片，经营起带有资本输出色
彩的电影放映业，成为中国电影业的开端。［4］(12－13)由于 “电光影戏”的引人注目，电影放映活动随之在
中国土地上蔚然成风，且颇受欢迎。［4］(11－12)在此背景下，电影的社会影响逐渐扩大。
然而，外国电影商家经营的电影传播，却是以商业营利为直接目的，同时服务于经济和文化侵略
活动。［6］糜烂腐朽的生活方式和诲淫诲盗的文化思想往往成为这些影片不厌其烦的展示内容，而试图以
一种 “视觉秩序”(visual order)——— “根据表面上的直觉和权力的几何系统建立统治模式”。［7］鉴于彼
时电影的广泛受瞩目程度，这些外国电影传播给社会带来极其恶劣的影响，甚至成为诱发和教唆犯罪
行为的催化剂。［4］(13)因此，尽管它们具备新奇噱头以招徕百姓眼球，却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中国民众
的抵制，也客观上刺激了民族电影业的初步开创。特别是外国电影商家经营电影业的屡屡成功先例，
以及观看 “西洋影戏”日渐成为上海、北京等大城市的一种娱乐时尚，这种繁荣吸引着本土的后继者
接踵而至，推动实现了中国电影发展的第一次热潮。［8］
尽管如此，在中国电影发展的第一个热潮的表象之下，是商业营利的投机驱动。一方面，无法否认
的是，由于早期民族电影发展的当务之急是如何解决电影的本土化，如何从外国商人手里接过电影器
材与设备的经营管理，所以生存问题理所当然地被摆在第一考虑的位置。为保障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民族影业不得不模仿美国电影业的商业化定位，将资本收益作为奠定基础、积蓄力量的途径，这种以
资本营利为目的的发展方略也相应导致了赚钱成为初期中国电影发展的第一动机。［8］(19)但另一方面，许
多经商者既不考虑是否拥有开设电影公司的实力，也不考虑有否具备拍摄电影的基本知识架构，一味
只是瞅着电影放映不仅可以吸引民众，而且十分容易赚钱的理由投身电影业。这种投机行为导致了此
阶段中国电影业发展统计的虚高数字。［9］
电影公司数量上的虚空提升，捞取丰厚利润的动机致使电影生产的粗制滥造，纯粹迎合观众口味
的作品层出不穷。由于先期外国影片的影响，早期民族影人多模仿进行创作与拍摄，将吸引观众眼球
与否视作制片原则。按照明星电影公司创办人张石川的话来说，就是 “处处唯兴趣是尚，以冀博人一
粲”，［8］(23)从而保证电影放映的上座率。加之缺乏市场规范，这种商业竞争的恶性循环结果，不仅导致
民族电影的质量不断下跌，而且进一步加剧了电影荼毒观众的负面影响。由于电影的质量难以保证，
民族电影业和电影工作者的社会地位也随之殃及。更为重要的是，国产电影也因此受到当时社会的主
流观众群体———中上阶层及精英阶层———的冷落。
尽管襁褓期的中国电影出于自身生存的需要和对外国电影制片的模仿而一度走上唯利是图、哗众
取宠的道路，但电影这一新兴影像技术的大众传播影响仍然在进入华夏大地之后很短的时间内便显露
出来。① 电影放映活动频繁吸引大量观众、屡屡制造轰动影响的传播效果，使得一些有责任的电影工作
者开始重新审视民族电影的角色，探讨商业谋利之外电影可能的社会功能。在这一过程中， “寓教于
乐”、“文以载道”等浓厚的中国文化传统逐渐融合进入民族电影的创作与生产，产生了如 《难夫难
妻》(1913)、《黑籍冤魂》(1916)这类反映现实生活、讽嘲封建婚姻、揭露鸦片荼毒的影片。商务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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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定军山》(1905)带来的“万人空巷来观之势”的社会轰动，参见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事业管理局 /党史资料
征集工作领导小组．《中国电影编年纪事》(总纲卷·上) ［M］ .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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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馆 (以下简称 “商务”)活动影戏部更是系统地拍摄了一系列配合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 “风景
片”、“时事片”和 “教育片”。［4］(31－33)将电影作为反映社会生活、教化群众观念的做法也迅速得到了电
影工作者的认同和采纳。20 世纪 20 年代间，民族影业借电影反映舆论、教化民众的实践，既对普通大
众产生了冲击与影响，又逐渐修正着中国社会对电影的认识和理解。
不过，尽管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电影界出现了以教化民众为目的与号召的影片，也零星产生出若干
知识分子电影作品，相较于那些纯粹以营利为目的的电影生产放映活动有了很大的改进，但此间的民
族电影业尚未接受进步的 “五四”精神，而是承续了封建教化这种更普遍和更根深蒂固的传统。因此，
从整体上而言，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仍属于承载着 “旧酒”———旧道德和旧观念———的 “新瓶”;针对
低俗影片的道德批判，也主要是斥责其与封建观念的冲突和不相符。一些较为典型的影片，如道德警
世片 《猛回头》(1920) ，以 《李大少》(1920)和 《莲花落》(1922)等为代表的 “警世趣片”，虽然
体现了 “商务”影戏部倡导的 “电影为教育服务，要且有文化品位和爱国内容”［8］(9)的口号，但从本质
上而言，这些电影制作与传播的思想观念仍与保守的封建伦理规范相差无几。为此，有电影工作者评
价，这些带着浓厚教化意味的影片 “……与经过 ‘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文化环境很不协调”［8］(21)。
与此同时，过于现代气息的知识分子电影又因为和一般民众的审美趣味有所差距，也未能取得成功的
放映反响①。
上述特征之下，中国民族电影发展的第一次热潮，可以说只是完成了引介电影技术进入华夏大地
的前奏。虽然这次发展热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电影业取代外国电影商家的垄断地位，但却并未
在更广泛的可能性上挖掘银幕的表现潜力和放映的社会影响。特别是极度重视商业营利的观念偏颇，
导致电影商家更倾向于如何通过影片来赚钱;中国电影也仅被当作一种挣钱的视听游戏，还没有完全
成长为一种大众传媒的形态。即使在如郑正秋等有社会责任意识的导演提倡利用电影教化民众之后，
由于大众传媒的属性尚未得到全面认识和宣扬，电影媒介所具备的，如发动公众舆论、培育国民意识
等公共责任和社会功能仍然在华夏大地上处于缺失的状态，中国电影演变成为封建教化这一陈腐传统
的新载体。也正因为此，在文学与艺术等纷纷卷入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滚滚洪流后，民族电影仍然
保持着基本无视这一运动的姿态，成为 “五四”时期唯一被排除在外的、依旧在散播诲淫诲盗内容和
封建腐朽思想的传播媒介。② 不过，中国社会的动荡与剧变，进步电影工作者对电影作为大众传媒的特
性的认识，以及随之而来的对电影的角色与功能的重新定位，不仅推动了电影作为公共话语空间的运
用，而且刺激了电影传播公共领域的萌芽。
二、罗明佑:“国片复兴”运动与电影传播公共领域的萌芽
尽管影业生存的诉求和商业营利的驱动刺激并推动了电影在 20 世纪初中国社会中的发展，但为营
利而竞争也导致民族电影的创作与生产脱离现实。一方面，在外敌入侵、社会动荡与民族危机深化的
背景下，社会民众对于民族电影业仍沉溺于 “鸳鸯蝴蝶派”男欢女爱展示的不满和批评日益高涨，敦
促其反思自身缺陷和不足，实现角色的转型的批评和建言此起彼伏。另一方面，电影放映的广受欢迎，
包括早期一批宣扬封建道德观念的影片的暴红，也让社会各界都关注到电影远胜于其他载体的传播优
势，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进而逐步渗透并影响电影的制片、生产与放映。中国电影正是在这种背景下，
逐渐发育出作为社会公共领域的特征与功能。而民族电影商人罗明佑以及他所倡导并推动的 “国片复
兴运动”，更是成为中国电影公共领域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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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如田汉的《到民间去》(1926)． 参见李少白． 中国电影史 ［M］ .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4．
迟至“五四运动”发生后十年左右，电影才开始介入新文化运动;电影被排斥在新文化运动之外的局面也直至 20世纪 30
年代才得以改观。参见程季华主编． 中国电影发展史 (第一卷)［M］．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第二章在混乱中发展第一
节游离开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国电影”:5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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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罗明佑:从 “真光影戏院”到 “联华影业公司”
有着官僚资本家、基督教牧师背景的罗明佑与同时期的其他民族电影商人有着迥异的成长经历和
经营理念。一方面，作为电影爱好者的罗明佑深谙彼时电影票价昂贵、普通老百姓看不起电影的现实;
另一方面，时为青年学生的罗明佑受 “五四”运动思想的影响颇深，希望通过开办对中国人，特别是
青年学生开放的电影院，打破外国商人对华夏影业的侵略和垄断。［10］加上基督教义中将 “真光”带给
大众的传教理念的渗透与鼓动，［11］罗明佑于 1919 年改建东安市场的丹桂茶园旧址为 “真光影戏院”，开
始了他推广与影响民族电影的历程。
和追逐资本利润的电影商人不同，罗明佑经营影院并非以赚钱为目的。他不但收费低廉，加映优惠
场次，而且对影片的内容实施筛选，拒映诲淫诲盗的影片，重视影片宣传及与观众的联系工作，并凭
借艺术性较强的影片赢得社会的良好口碑，场场客满。［12］另外，叔父罗文干时任北京军政府司法总长的
家族背景也为罗明佑实践与坚持自己的影业经营理念，特别是免除外国影戏院的干扰提供了帮助。［10］在
政、商有利的背景下，罗明佑陆续增建了中央影戏院 (北京)、皇宫、河北影戏院 (天津) ，合并了平
津的 6 家影院，并于 1927 年建立了华北电影有限公司。到了 1929 年，罗已控制了北方五省的电影放映
事业，与上海、广州的影院公司建立联络，并雄心勃勃地转向制片领域，和黎民伟的民新影片公司、
吴性栽的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及但杜宇的上海影戏公司等合并创办联华影业公司 (以下简称 “联
华”)①，不仅发行制片，同时开设演员养成所，创办电影刊物，由此开始了 “联华”与 “明星影业公
司”(以下简称 “明星”)、“天一影片公司”(以下简称 “天一”)鼎足峙立的发展角逐。
罗明佑的 “院线经营—电影制片”路线不仅对于其所经营的影院和制作发行的影片形成巨大的影
响，而且也给此间的民族电影带来一种不同的发展模式。其一，院线放映业奠定的雄厚物质基础与广
泛社会影响，使得影片制作完成后不必担心缺少关键的传播环节———放映场所和受众群体，也就较少
受制于放映公司一味追逐观众喜好的要求。在此之前，如罗明佑所言，“制片者对于出品的推销，鲜有
能够与各地电影戏院合作……大多只晓得急功近利，并没有深谋远虑的思想，就算有优秀的片子制成，
每为影院所掣肘，没法贡献于阅者之前，令人不胜惋惜”。［13］相反，依托于已经建立起的放映路线资源，
“联华”的影片拍摄和生产同那些纯粹炮制影片、以低俗露骨的内容吸引发行方眼球的制片区别开来。
其二，经营影院阶段，罗明佑经常亲自筛选影片，对于中国电影放映中充斥着粗制滥造与恶性竞争的
现实局面既有着直接体会，又深恶痛绝。低俗滥觞的制片取向更是跟罗本人所受的基督精神教育格格
不入。他曾经一针见血地批评，“制片家甘居下流，只晓唯利是图，粗制滥造，一味偏重于摄制牛鬼蛇
神的支离怪诞片子……以致渐为知识阶级所鄙弃”。［13］(95)也正因为此，罗明佑的从影实践和影业发展倡
言不但呈现出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绝大多数中国电影商人迥异的样貌，而且在此后推动了 “国片复兴
运动”在华夏大地上生机勃勃的开展。更为重要的是，它刺激了中国电影作为公共领域的萌芽。
(二)“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与电影公共领域的萌芽
相较于从影实践，罗明佑对民族电影发展的提倡，特别是对 “国片复兴运动”的推动，给中国电
影的成长烙上了更为深厚的印记。［14］
据 “联华”的宣传刊物 《影戏杂志》刊载，经营华北电影公司时，罗明佑就将 “提倡高尚娱乐、
介绍世界名片;以艺术为前提、以益世为职志”确立为公司的宗旨。［11］(94)如果说，其中的 “以艺术为
前提”是指反对粗制滥造，本着严肃认真的艺术创作精神拍摄影片，那么，“以益世为职志”就包含着
对民族电影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共意识的呼吁和倡导。它既不同于商业资本的逐利诉求，
又区别于封建教化的成规灌输，第一次将 “益世”———有益于社会与公众———看作电影业的职业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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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种观念还没有上升到系统地将电影视为大众传媒的高度，但它却从社会公共利益的层面提出了
电影业应当贯彻和恪守的职业操守，这比起将电影看作是赚钱工具和教化手段可以说有了突飞猛进。
不仅如此，罗明佑还雄心勃勃地制定了一整套 “复兴国产影片计划书”［15］，打起 “复兴国片，改
造国片”的旗帜，将振兴民族电影业列入了电影从业的目标。［4］(148)为了贯彻影业革新的理念，特别是
扭转民族电影扭曲的逐利趋向，罗在合并成立 “联华”后进一步具体提出了 “提倡艺术，宣扬文化，
启发民智，挽救影业”［1］(125)的制片口号，并广泛延揽进步知识分子参与民族电影的创作，力求注重艺
术质量，借收一新观众耳目之效果。“联华”的倡导和实践带动了 “国片复兴运动”的整体崛起，成为
推动民族电影业转型成为社会公共领域的重要契机。［16］
首先，电影制片的革新号召自 “联华”扩散到 “明星”、“天一”以及社会上其他的电影公司，极
大地刺激了民族电影业的集体转型。如果说，罗明佑先期的院线放映影响主要集中于东北和京津地区，
那么在 “联华”成立后，特别是与 “明星”、“天一”形成鼎足竞争之势后，其制片与放映的影响不仅
涵盖了更大的国土面积和更广泛的受众群体，而且对另外两家电影公司的从影策略也形成巨大的冲
击。① 不仅如此，“联华”所提倡的电影制片的大规模改进，扭转了先前投合小市民趣味的制片路线，
提升了中国电影技术、艺术与文化的底线。［4］(151－152) ［17］自此，观众多称 “联华”为新派，与 “明星”、
“天一”此类旧派相区别。［4］(155)在 “联华”崛起和革新的压力下，老牌的电影公司不得不以改革相应
对，并纷纷仿效其举措，以增强市场竞争力。如 “明星”提出了 “发展电影技术，提高制片水准，恢
复领导地位，巩固明星声誉”［18］的口号。于是，变革风潮从一家公司刮到整个民族电影界，从少数影片
的制作扩散至一系列影片的生产理念。这种多少有些被动的转变孕育了民族电影的集体转型和公共领
域的迅速成长。
其次，从革新举措而言，为了提高影片的艺术水准，“联华”广泛地吸纳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和知识
分子进入制片流程，这一做法同样被其他电影公司所借鉴，从而为左翼文艺工作者逐步进入并全面影
响电影界提供了契机。为了积极实践 “提倡艺术，宣扬文化”的口号，“联华”集结了当时一批高水准
的电影人才，包括导演孙瑜、蔡楚生、史东山，编剧田汉、夏衍，影视明星阮玲玉、金焰等，打造出
20世纪 30 年代中国电影的黄金阵容。［19］而为了与 “联华”相抗衡，如 “明星”也筹措起 “由郑正秋负
责征集剧本，筹拍高水准的文艺片;由周剑云负责，搜罗演、导人才，并改善营业发行工作;还由周
剑云出面通过阿英邀请夏衍等左翼文艺工作者参加并指导明星公司的电影创作”。［18］(203)这其间，如田
汉、阿英等成为此后推动左翼电影运动开展的主力军，夏衍则担任了党的电影小组的负责人。由此可
见，由罗明佑倡导、“联华”发起并推广的影业复兴运动为后来的 “左翼电影运动”兴起奠定了深厚的
基础。
再者，在具体革新口号上，罗明佑首次提出了 “启发民智”的呼吁。这实际上是从尊重观众的文
化权利、培育大众的公共意识的角度提出民族电影制片的全新标准。20 世纪初的中国电影业，要么将
观众视作灵异神怪、灯红酒绿的沉溺者，要么把观众当作封建思想单向灌输的接受者，既缺乏对电影
观众身份的尊重，也基本无视他们的诉求，更不用说将电影媒介的公共责任贯彻在制片和放映流程中。
然而，罗明佑提出的这一呼吁，一反当时商业氛围严重与封建气息浓厚的民族影业的一贯做法，一来
强调制片需要从观众的具体需求和视听能力出发，要先拍摄出大众看得懂的影片;二来突出影片的社
会责任意识，即能够启迪观众的心智，从而引导他们认识与思考自己的生活经历、国家民族遭受的际
遇等。换句话而言，在彼时华夏民族的历史语境下，启发民智的号召就是呼吁电影放映活动朝向着传
播知识、启发民众关心社会、关心民主与进步的观念与思想的方向探索与发展。只有遵循这样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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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中国电影发展史》中所评价，" ……它 (指" 联华" )以有别于其他许多影片公司的经营方式，和有别于当时风靡
一时的神怪武侠片的创作内容和方法，显露了自己的特点，给人以＇新＇的感觉，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参见程季华主编． 中国电影
发展史 (第一卷)［M］ .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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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体现了 “以益世为职志”，才有可能 “挽救影业”。由此，“联华”引领着其他电影公司，朝向强调
电影业的社会责任与公共意识的方向发展，不仅自觉投身于建设民族电影文化的历史洪流中，而且推
动了 “国片复兴运动”的欣欣向荣。以 “国片复兴”运动为标志，电影媒介加快了和中国社会的结合，
开始重视反映社会与教育民众的大众传媒责任。
“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的制片口号辅以 “联华”在其影响下的一系列影业
革新举措，带动了中国电影向公共领域的转型，使中国电影的成长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三、作为公共领域的中国电影萌芽期特征
作为公共领域的萌芽期，中国电影发展与变革呈现出以下特征:
(一)电影观念:从营利教化到公共空间
电影观念的进步是这一阶段民族电影发展的突出成就，它既包含了将电影视为公共事业的提倡，
又囊括了把放映活动作为公共事件的运用，这标志着对电影传播特征更全面、更深层次的认识。例如，
罗明佑一反先前将电影割裂为赚钱工具或教化机器的片面认识，一方面希望 “在国内寻觅经营一广大
之电影区以集中各厂于一处，成中国之电影城”，［4］(149)并积极投身建设一个融教育、制作、发行、放
映、宣传功能于一体的电影实体。这恰恰反映了一种将电影看作是具备多种复合功能的社会实业的超
前意识。另一方面，罗明佑倡导通过民族文化的宣扬和观众心智的启蒙实现影业复兴，他本人也踊跃
参与发起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等社会公共事业，［17］(39)这既强调了电影需要关照现实生活与文化语境，又
突出了对大众的文化权利的尊重，特别是对电影的公共责任———公众的教育和启蒙———进行了诠释。这
种理念深刻影响了 “联华”的制片生产。“即使是在经济最窘迫、资金最困难的时刻，联华影人也从未
放弃过其一以贯之的制作标准，从未偷工减料、粗制滥造、牺牲质量凑数量”。［17］(36)又如，1929 年美国
辱华影片 《不怕死》在上海公映，洪深利用影院的放映契机大力号召观众抵制该片，积极宣传抑制反
华影片，并通过院线禁映的呼吁将反抗辱华的大众运动推向全国。［20］这一系列围绕着电影的新的认识和
实践的出现，体现了民族电影观念从作为商业与教化手段到公众服务平台，再到作为社会的公共话语
空间的不断提升。服务公共利益的观念相应提升了国人对电影和电影人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地位的认识
与评价，也使得面对当时的民族忧患 (列强欺凌、日寇侵华) ，中国电影能够迅速转向凝聚社会的爱国
情感，积极投身于响应国家从传统迈向现代的诉求。
(二)切合时局:与本土语境的密切结合
中国电影转向建构公共领域的萌芽的另外一大特征，是越来越密切地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时事时
局相结合，为进一步影响与动员国民大众奠定基础。一方面，一批有责任感和进步思想的民族电影人、
特别是左翼电影工作者陆续渗透进入电影业，他们以 《歌女红牡丹》(1931)、《姊妹花》(1933)、《渔
光曲》(1934)等多种类型的民族电影作品呈现现实社会样貌，反映广大民众疾苦，揭露外敌侵略野
心，表达 “不约而同、一以贯之的社会隐忧、伦理诉求和道德关怀”［21］。这种从影实践大大区别于早
期民族电影中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等严重脱离现实的制片取向。通过广泛的放映传播，这些影片既向
民众普及了关于中国当前社会的真实情况，也引导社会各界积极主动地关注时局变迁，思考中华民族
所面临的生存挑战。
另一方面，这种以电影投射现实、纵论时政的实践在赢得极高的受众认同和市场回报的同时，也引
导本土的电影公司陆续遵循商业娱乐价值与社会教育价值并重的社会片创作取向。这种做法一则依托
于中国 “寓教于乐”的文化语境，二则和时局的剧烈变迁密切相关，从而对西洋引入的电影技术进行
了改造，真正完成了电影的本土化过程。自此，民族电影不仅逐渐从唯利是图的商人手里转移至有责
任感、受 “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知识分子手中，而且也更多遵循着社会公共领域的发展要求，实
践服务公共利益、启蒙社会民众的职能。由此，中国电影公共领域的萌芽加速促成了民族电影的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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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政治变革———左翼电影运动，成为以社会改造意识、民族独立意识与个性解放意识的觉醒为核心
的 “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无心插柳:国片复兴运动的局限
需要指出的是，如罗明佑等民族影人并非刻意地将中国电影的发展导向公共领域。罗明佑对当时
民族电影充斥着粗制滥造与恶性竞争所表现出的不满，更多源自影业现实同他所接受的基督教教育及
教义相冲突。他及 “联华”所推动的 “国片复兴”运动，只是自发为改变民族电影的样貌而进行的革
新，［17］还未上升至一种自觉建设中国电影为公共领域的高度。因此，这项运动的持续开展必然受到一定
局限。例如，失去罗明佑后，“联华”便转身加入了更加主流和商业化的新市民电影的生产大潮，与
“明星”在 “左翼电影运动”中的显著影响形成了鲜明对比。［16］也正因为此，“国片复兴运动”与此后
“左翼电影运动”所自觉推动实现的民族影业革新有着根本差别。
尽管有着上述局限，但罗明佑与其所倡导的 “国片复兴运动”将民族电影的成长带入了一个新的
阶段。在 20 世纪 20 年代间，由于传播影响的扩大，电影观念的丰富，影业经营的变革，中国电影逐步
介入社会的公共事务，培育观众的国民素养。而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时局的巨大变迁，使得民族电
影急速地成长为政治、商业和大众文化等多元话语交错缠绕的公共空间，并进一步参与到舆论引导、
民族救亡的历史洪流中，发展了中国电影作为公共领域的责任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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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ransformation of“Electric Shadow”and Beyond
the Ｒevival Movement of National Films and 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a Public Sphere in Chinese Film
Liu Jun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birth and development of a public sphere in Chinese national filmsbetween 1920s
and 1930s. The introduction of film technologies into China wa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commerce and entertain-
ment. However，both the government and social actors gradually recognized the communicative function of film be-
yond other media. Multiple social forces started to engage in film production and dissemination and to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in order to utilize film communication for their own purposes. Again this backdrop，Luo Mingyou’s en-
gagement in the film industry and the revival movement of national films cultivated film as a public sphere by sepa-
rating it from the commercial discourse and feudal moral codes. Thereafter，Chinese film increasingly engaged into
public events，generate public opinion，and facilitat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public sphere.
Strategic Focu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ine Cultural Industry
in Zhejiang Province and its Path Choice
Zhan Chengda ＆ Chen Huijuan
Zhejiang province with the largest Marine culture，has its unique Marine natural conditions and rich Marine
resources. Then how can we make full use of their advantage，disadvantage，meet the challenge，take feasible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arine culture industry sectors?Marine culture industry should have a stra-
tegic layout，the top－level design and to grounding gas as well． Zhejiang Marine culture brand and culture under-
stands both Marine culture industry theory，and innovative talen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y. It is im-
portant to explore and seek to implement our province the Marine cultural industry cluster development mode，so as
to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mode of Zhejiang and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and re-
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rine culture industry in zhejiang province.
Competing of Ｒisks and Opportunities:The International Film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Ｒesearch Since the 21st Century
Hai Kuo ＆ Liu Liying
This paper is based on film industry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Internationally.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subject
fields covered by the articles，this project focuses on teasing out trends and research hotspots of the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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